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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土地利用变化与景观格局之间的关系可以为区域生态管理提供依据。以洞庭湖地区为研究对象，

以该地区 2000、2005、2010 和 2015 年 4 个时期的遥感影像为基础，综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景观格局分析

等方法，定量描述该地区的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的时空演变规律，并利用 OLS 回归分析土地利用变化与景观格局之

间的关系。结果表明:①开发区和新城区建设等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土地利用发生显著变化，以耕地和林地转化为

建设用地为主要特征，其中，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面积持续增长，耕地、林地、草地和水域面积明显减少。②景观

水平层面下洞庭湖地区景观格局的破碎程度上升和聚集程度下降，其中，林地和草地的破碎化程度上升，林地的破

碎化程度上升趋势有所缓解。并在空间尺度上表现建成区范围内景观指数变化显著。③类型水平层面下，其景观格

局的集聚程度呈现上升趋势。景观格局变化与耕地、林地、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的变化具有较强的关系，建设用地

扩张增加了整个景观格局的异质性和破碎性。同时，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以期为洞庭湖地区更好地协调优化空间

开发与景观格局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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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格局是指景观元素以不同大小和形状在空间上的排列［1］，影响着区域的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是维持区域生态安全的

重要因素［2］。土地利用变化和城市化影响区域景观格局，对景观要素的配置和组成起决定性的作用［3］。目前，土地利用变化日

益加快，如何降低土地利用变化对景观格局的影响，实现洞庭湖地区的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了政府和学术界十分关注的

问题［4-5］。 

土地利用类型变化逐渐成为生态学和地理学研究的前沿与重点领域［6］，相关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过程与

趋势［7-8］、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影响及作用机理［9］、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景观格局效应与响应措施［10-11］等。其中，自

然驱动力和人类活动对景观格局的塑造起着重要的作用
［1］
。人类活动(人口增长、城市扩张、农业机械化等)通过影响景观格局，

改变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加快生态用地向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转变，最终导致景观格局呈现显著的破碎化特征。以往研究

主要集中于区域社会、经济等方面与景观格局之间的数量关系，然而，尚未形成关于土地利用变化对景观格局变化的影响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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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向的研究成果。同时，国内外学者针对景观格局的变化及其驱动力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①研究区域景观格局的

时空变化特征。通过遥感影像数据的解译，利用 Fragstats 软件计算景观指数，提供诸如破碎化、多样性以及景观结构等景观

指数，从而分析和监测区域的景观格局变化
［12-17］

。②探讨景观格局对生态安全的影响。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空间分析等技

术，从时空分异的特征，分析区域生态安全的现状。摆脱了“风险源一受体分析一安全评价”传统的生态安全评价模式［18-22］。

③景观格局时空变化的驱动机制。利用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计量分析模型等方法来探讨景观格局的变化及其与驱动

力的关系［23-26］。同时，已有学者考虑经济社会的因素，研究城市化发展对景观格局的影响和城市化与景观格局二者之间的关系［27］。

然而，尚未形成关于城市化对景观格局变化的影响强度和方向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研究试图通过时空特征来探讨土地利用变

化及其对景观格局变化的影响之间的强度和方向，为洞庭湖地区更加精确制订发展规划提供参考。 

洞庭湖地区是湖南省重要的生态经济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2000-2015 年期间，该地区虽然实施退田还湖、还林

等工程，但是，其经济的发展导致地区的水域面积和湿地面积加速减少，景观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因此，以该地区的遥感影像

为基础，定量分析其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的时空变化，并利用 OLS 回归分析土地利用变化与景观格局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洞庭

湖地区控制生态安全、可持续发展等规划提供决策参考。 

1 研究区和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洞庭湖地区包括常德、益阳、岳阳 3 市共 24 个县(市、区)。2015 年，其总面积为 45366.61km2,占湖南省面积的 15%;人口

总数为 1500 万，占湖南省人口的 21%。2000-2015 年期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建设用地面积由 2000 年的 877.08km2

增加到 2015 年的 1583.89km
2
,侵占了大量的耕地和水域。整个地区表现出水域面积下降、水质污染严重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等

生态安全的问题。 

 

图 1 2000-2015 年土地利用变化 

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采集 2000,2005、2010 和 2015 年四个年份的夏季时期且云量最少的影像进行土地利用分类。整个分类过程包括影像预处理、

感兴趣区选取、影像的分类、精度验证［27-28］。①影像预处理。利用 En-vi5.3平台，对影像进行几何校正、图像增强以及彩色合

成。②感兴趣区选取。此步骤是分类的关键，本研究按照每个地类选取不少于 50 个样本区的标准，利用 Envi5.3 平台中的 A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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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在 4 个年份的影像上选取均匀分布的样本。③影像监督分类。本研究运用监督分类和人工判读等方法，根据光谱反射率、

背景、阴影、地形和专家知识对影像进行数值处理，进而实现不同地类的分类识别。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

(GB21010-2007)》，参考中国科学院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分类系统，结合洞庭湖区土地利用及景观的性质与特点
［29］

，将土地利用

类型分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6个大类，土地利用类型分布如图 1所示。④精度验证。运用Envi5.3

平台的混淆矩阵，参照野外实测数据和 Google Earth高分辨影像进行精度验证，最终得到 4个年份土地利用的分类精度，2000、

2005、2010 和 2015年的分类精度分别为 86.3%、90.2%、93.6%和 98.2%，均大于 80%，Kappa值超过0.8，满足本研究后续研究

的精度要求。 

1.3 景观指数的计算 

景观指数已广泛用于表征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的变化，包括斑块、类别和景观三个层次上的碎片化、异质性和连通性等方

面的指数［30-33］。景观指数是采用 FRAGSTATS4.2软件计算得到。为了研究破碎化、异质性、连通性等方面的景观格局，本文选取

了研究区的 8个景观指数:PD、ED、LPI、ENN-MN、FRAC、AI、SHDI、CONTG。然后，通过重复性检查，删除具有相似结果或高度

重叠的指数。最后，从 8 个指数中选取了 4 个指数。其中，斑块密度(PD)用于量化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景观的面积和密度相关的

特征；分形维数指标(FRAC)、边缘密度(ED)、聚集指数（AI)等指数用于研究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景观的形态、分布、聚集性、破

碎性特征。 

在分析中，使用 ArcGIS10.2 中的 SPLIT 工具将土地利用类型数据按照县市区行政范围划分为 24 个单元。每个单元的景观

指数使用 FragStats4.2软件计算。 

1.4 回归分析 

土地利用变化作为景观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导致景观格局变化的主要因素，其变化可以通过景观指数表征和解释。了

解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是如何促成景观格局变化能够更好地进行景观格局规划。为了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既要了解土地利用变

化的方向和幅度，又要确定景观格局的类型和变化，再计算土地利用变化与景观格局变化之间的关系，从而明确每种土地利用

类型在景观格局变化中的方向和强度。 

为此，本文假设景观格局变化是土地利用变化影响的结果。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分析土地利用变化与景观格局之间的

关系，其中土地利用类型作为自变量，景观格局变化作为因变量［34-35］。OLS 将研究区作为整体来研究，通过位置创建全局关系来

反映平均条件，OLS 公式表示为： 

 

式中：xi和 y分别表示自变量和因变量；β0和βi分别表示截距系数和回归系数；k表示自变量的个数；ε表示服从正态

分布的随机误差。 

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 

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5 年期间,耕地、水域和建设用地发生了显著变化研究期间，耕地面积减少 2.39%，其占总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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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从 2000 年的 37.63%下降到 2015 年的 36.73%，减少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西北部的石门县和澧县;水域面积减少 8.27%，其占总

面积的比重从 2000年的 10.75%下降到 2015年的 9.86%，减少的区域主要集中东洞庭地区;建设用地急剧增加，其占总面积的比

重由 1.93%提高到 3.49%，说明研究期间洞庭湖地区城市扩张幅度较大。从图 2可以看出建设用地扩张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县市区

的城区及其周边区域，并表现出多中心的扩张模式。此外，洞庭湖地区中的常德、益阳、岳阳三市市区经历快速的建设用地扩

张。 

 

图 2 2000-2015 年景观指数变化 

在其他土地利用方面，林地和草地的面积分别减少了 0.40%和 8.01%。相比之下，未利用地面积增加了 35.03%（表 1）。结

果表明，除建设用地以外，所有土地利用的转换都是双向的。当某一特定范围内的一种土地利用类型转变为另一种土地利用类

型时（例如，从农业用地转变为裸地），反之亦然（从裸地转变为农业用地）。然而，建设用地的变化总是来自于其他土地利用，

并且是单向转变。 

表 1 2000-2015 年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时间 
土地利用类型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2000 17070.29 21036.29 789.20 4878.15 877.08 715.58 

面积(km2) 
2005 16922.23 21024.67 781.54 5002.37 950.96 684.84 

2010 16850.28 21009.83 744.89 4994.63 1016.87 750.11 

 2015 16662.36 20953.13 726.02 4474.96 1583.89 966.25 

面积变化（km2） 

2000-2005 -148.06 -11.62 -7.66 124.22 73.88 -30.74 

2005-2010 -71.95 -14.84 -36.65 -7.74 65.91 65.27 

2010-2015 -187.92 -56.70 -18.87 -519.67 567.02 216.14 

2000-2015 -407.93 -83.16 -63.18 -403.19 706.81 250.67 

 

2.2 景观格局的时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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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类型水平 

从图 2看出，2000-2015 年，耕地的斑块密度和边缘密度呈现增加趋势，分维数表现出先减少后增长趋势，而聚集指数出现

小幅度的减少，表明耕地在城市化进程中其完整性受到破坏，但由于 1998 年湖区实施“退田还湖”等生态保护政策，使得部分

零散的耕地斑块减少，从而耕地表现出集中分布，景观越来越稳定。草地的分维数表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集聚指数呈现

不断减少趋势，而其他两个指数基本不变，草地主要分布于水域周边的滩涂以及河流的两岸，其变化受气候、降水等水文现状

的影响较大。林地的斑块密度和边缘密度表现出不断增加趋势，分维数和集聚指数呈现不断减少趋势，表明林地的面积有所减

少，破碎化程度总体上也在增加，但是由于防护林等生态工程的实施，使得林地的破碎化得到有效控制。建设用地的斑块密度

和边缘密度是所有地类中变化最为显著的,对整体的景观格局影响明显，其破碎化在不断增加,使得整个地区的景观格局稳定性

变差，这与全国城市发展的趋势密切相关。水域的斑块密度和边缘密度的变化不明显，而分维数和集聚指数呈现减少的趋势，

表明研究期间湖区对湖面的保护成效明显，除了降水对水域面积造成影响以外，人类几乎没有造成湖面的减少。未利用地由于

所占面积比例较小，其斑块密度和边缘密度的变化不明显，分维数呈现先增加后减少,而集聚指数持续增加。主要是随着湖区的

经济发展，未利用地被不断开发为建设用地，导致破碎化速度有所缓解。 

2.2.2 景观水平 

从图 3 看出，研究期间，景观水平层面下 ED 和 AI 指数变化最大，其中，PD 指数（0.49-0.57）、ED 指数（24.90-26.38）

和 FRAC 指数（1.09-1.10）呈现上升，AI指数（96.25-96.03）呈现下降，表明洞庭湖地区景观格局的破碎程度上升和聚集程度

下降。 

类型景观指数的空间特征存在差异性:①县市区的城区 PD 指数显著增加，因为该区域绿化程度的提高，新的绿色空间打破

了原有的单一建设用地的现状，导致景观斑块的数量增加。在沅江市和云溪区 PD指数的增加主要是由于耕地转变为建设用地，

使整个景观更加分散。②ED和 FRAC 指数呈现“核心一边缘”的递增模式，岳阳市区的 ED和 FRAC指数显著下降，而远离市区的

安乡县、沅江市的 ED 指数和桃源县、津市市的指数呈现出大规模、高强度的增长。③岳阳市区 AI 指数显著增加，主要是因为

市区建设用地以填充式扩张为主，取代了市区内部的耕地和草地。安乡县和武陵区的 AI 指数显著减少，而其余地区的 AI 指数

没有显著变化。空间演变特征上，四个景观指数变化最明显的区域发生在常德、益阳、岳阳三市市区。与此同时，市区和周边

县(市)的景观指数变化趋势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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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0-2015 年景观指数变化率 

2.3 土地利用变化与景观格局的关系 

2.3.1 景观格局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 

表 2 中各土地利用系数代表对景观格局影响的强度，正负号表示土地利用变化是否与景观格局变化一致或相反。回归结果

表明，变量 p=0.000（＜0.05），具有统计学意义。根据表 2 的结果，对比各土地利用系数发现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有着密切的

联系，未利用地和水域的变化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对景观格局影响的方向相反。其中，耕地的变化对 AI（+0.00267）和 FRAC

（+0.106）等景观指数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对 PD（-0.676）和 ED（-7.62）等景观指数具有负向影响作用。林地的变化对 AI（+1.87）

和 FRAC（+34.7）等景观指数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对 PD（-368）和 ED（-2631）等景观指数具有负向影响作用，并且负向作用最

强。建设用地的变化对 AI（+0.137）和 FRAC（+2.16）等景观指数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对 PD（-34.7）和 ED（-162）等景观指

数具有负向影响作用。草地的变化对 AI（+0.438）和 FRAC（+5.02）等景观指数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对PD（-46.3）和 ED（-361）

等景观指数具有负向影响作用。未利用地的变化对 PD（+983）和 ED（+6437）等景观指数具有正向影响，并且正向作用最强；

对 AI（-3.57）和 FRAC（-86.2）等景观指数具有负向影响。水域的变化对 PD（+38）和 ED（+183）等景观指数具有正向影响；

对 AI（-0.125）和 FRAC（-1.91）等景观指数具有负向影响。 

表 2景观格局中土地利用变化的强度和方向 

景观指数 相关方程 p-Value* 

PD PD=-1982-0.676耕地-368 林地-34.7 建设用地-46.3 草地+983未利用地+38 水域 0.000 

ED ED=-10036-7.62耕地-2631林地-162 建设用地-361 草地+6437未利用地+183 水域 0.000 

AI AI=-12.3+0.00267 耕地+1.87 林地+0.137 建设用地+0.438 草地-3.57 未利用地-0.125 水域 0.000 

FRAC FRAC=182+0.106耕地+34.7林地+2.16 建设用地+5.02 草地-86.2 未利用地-1.91水域 0.000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定量分析 2000-2015 年期间洞庭湖地区的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而探讨土地利用变化与景观格局之间的

关系。首先，对 Landsat遥感影像进行分类，识别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然后，利用 PD、ED、AI、FRAC等景观指数，研究该

地区景观格局的时空变化特征;最后，利用 OLS回归分析土地利用变化与景观格局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①2000-2015 年期间，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驱动建设用地扩张，进而导致洞庭湖地区的土地利用变化显著，其中，耕地、林

地、水域、草地面积减少，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增加。除了建设用地一直处于增长以外，其他类型用地面积呈现波动变化，

各时间段的变化存在差异，表明建设用地的转化为单向的，而其他类型用地的转换都是双向的。 

②2000-2015 年期间，土地利用变化导致景观格局变化显著，提高了整个景观的破碎化和异质性。其中，耕地、林地和建设

用地的变化对景观格局的破碎化和异质性的影响最大。不同类型水平的景观格局变化存在差异，景观水平下破碎程度上升和聚

集程度下降，类型水平下聚集程度呈现上升趋势。同时，景观格局变化存在区域差异性，远离市区的地区，特别是东北部、南

部和西南部，以及边缘地带，城市化的增加导致了破碎程度上升，其原因是城市土地的分散增长及其对农业用地和草原的影响，

导致这些地区的分散化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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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本研究运用 OLS 模型对洞庭湖地区景观格局变化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能够有效地探讨土地利用变化对景观格局变化的

作用强度。但仍存在一定局限，一方面只是从土地利用方面进行分析，并未综合考虑经济、社会以及生态等因素对景观格局变

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本研究只是从政策的角度对景观格局变化的影响进行分析，但未进行定量分析。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多

目标优化的方法，从多情景的视角优化景观格局，以期为洞庭湖地区未来景观格局变化及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3.2 讨论 

3.2.1 景观格局变化的影响因素 

综合景观格局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结果发现，耕地、林地和建设用地的变化对景观格局的空间异质性有驱动作用。其中，

特别是建设用地扩驱动作用最强，导致耕地和林地转变为建设用地，意味着人类活动的强度影响着土地利用变化、景观格局破

碎化以及生态系统的变化。本研究进一步梳理耕地、林地和建设用地对景观格局变化的作用机制，为洞庭湖区如何降低土地利

用变化对景观格局的影响提供参考。 

耕地。耕地是衡量区域粮食安全水平的重要指标。研究期间，洞庭湖实行“退耕还湖”等水域恢复政策，直接推动了耕地、

水域等景观类型的变化，导致耕地向水域和草地景观类型转移大幅度增加。同时，研究区经济发展的需求，对建设用地需求强

度提升，导致耕地面积出现快速下降。 

林地。林地是衡量区域生态服务功能的重要体现。研究期间，洞庭湖为了保护湿地面积，对区域内欧美品种的杨树进行砍

伐，从而导致林地面积的下降。同时，研究区属于冲积平原，缺乏地形因素对建设用地的开发制约，助长建设用地的快速扩张，

从而增加了景观破碎化程度和斑块形状复杂程度，为维持区域生态系统结构稳定制造障碍。 

建设用地。建设用地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签。研究期间，研究区为了实现 GDP 的高速度增长目标，不断加大

建设用地的扩张规模，通过县(市、区)的建成区及其周边区域的建设用地扩张和新城的建设，建设用地的扩张导致林地、耕地

等地类面积减少，从而增加了整个研究区景观格局的异质性和破碎性。 

整体而言，洞庭湖地区的人口急剧增长、经济发展、工业水平的提升都是导致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变化的主要因素;土地利

用模式和区域规划和政策，也是景观格局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由于该地区的快速城市化，鼓励投资者加大对工业发展

和城镇开发的投人，发展基础设施，因此，人口迁移的数量增加，建立新城区，从而导致土地利用的急剧变化。同样，Yu 等研

究结果表明建设开发区、交通网络等工程对土地利用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导致大部分土地类型发生转变，如耕地、草地、林

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36]。因此，随着建设用地的扩张，区域景观逐渐被建设用地景观所替代，造成区域的自然生态系

统的破坏，形成破碎化的景观格局。 

3.2.2 对区域景观格局规划的启示 

作为长江经济带的核心区域，近年来研究区的县(市、区)建成区不断繁荣，郊区和远郊区的城市建设用地不断扩大，对现

有土地利用格局造成剧烈的冲击。研究表明，土地利用变化对洞庭湖地区的景观格局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利用 OLS 探讨土地

利用变化与景观格局之间的相关系数，可以为生态经济区空间高质量发展规划提供决策依据。因此，在制定洞庭湖地区空间高

质量发展规划时，为避免景观格局的破坏，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需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土地利用规划优化调控应注重对湿地、

林地及耕地的保护，维护和强化区域整体的景观格局的连续性，降低景观格局的破碎化程度。同时，加强城区和郊区的绿地保

护，恢复景观多样性。2000-2015 年期间该地区土地利用类型以建设用地增长为主，自然或半自然的绿地面积逐渐减少。虽然建

设了公园等城市绿地，但研究期间土地利用变化对景观格局的负面影响不断加大。因此，决策者应注重保护自然或半自然的绿

地，建设更多的绿色景观，增加城市景观的多样性。其次，划定洞庭湖生态红线，严格控制建设用地的规模。2000-2015 年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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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扩张过程中侵占了大量的耕地和林地，导致景观格局的破碎化程度不断提升。因此，在洞庭湖地区建设新区的过程中，

有必要实施紧凑型城市理念，限制建设用地增长，加大对耕地、林地的保护强度。最后，构建洞庭湖生态安全格局。针对研究

区破碎化程度和景观形状复杂程度加大的问题，决策者应重点保护山区的林地景观，以及半山区的林地、草地和耕地景观。以

自然景观斑块的空间连接和生态服务功能集聚为手段，选择景观生态功能高、中部的水域和规模较大的林地作为基础，以此构

建生态廊道、生态关键点，促进区域整个生态系统物质转化和能量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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